
91

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催生出了20世纪中国诗歌史

上的第二个抒情时代。与现代诗歌关于解放的抒情

时代相比，这个阶段诗歌最大的变化是：面对胜利者

眩目的胜利，诗人们普遍放弃自我，而投入到应人民

之声大唱颂歌的大合唱之中，歌颂新中国、歌颂党和

领袖、歌颂工农兵群众、歌颂新时代，成为50—60年

代抒情诗创作的不二选择。从郭沫若的《新华颂》、

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艾青的《国旗》到后

来以贺敬之和郭小川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李季的

石油诗、闻捷的《天山牧歌》、阮章竞、冯至、徐迟、梁

上泉、邵燕祥等人的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抒情

诗，都强烈表现出诗人自我主体独立意志思想的萎

缩化这一特定时代诗歌的特色。田间《预言》中曾有

过如此的表述：“生在这一个时代/就是我的大幸运/

一个新的世界/就在我们肩上/我把我的歌声/唱给新

世界听/我是一个新人/挑上一担新诗/在革命的锣鼓

声中/走进我的大家庭”。郭小川坦言：“假如有一

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那就是因为/我以诗的

激情/唱出了党的歌声。/假如有一天，/我成为一个

精良的战士，/那就是因为/我以创造精神/忠实地执

行了党的命令。”正是来自内心与外部的双重作用导

致了最个人化与心灵化的诗歌走上了泛政治化的道

路。

诗歌的泛政治化首先是表现在取材倾向上，新

国家的诞生提供了重新书写历史的需要与可能，讴

歌革命奋斗史成为当时一切文学艺术形式的主流题

材，那么对红色历史的回顾就构成了诗歌最意识形

态化的激情表达。《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

《甘蔗林——青纱帐》都为精心选择的地域物象赋予

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连缀起红色历史的链条，“大

渡河的流水”，“南泥湾的撅头”，“积雪的祁连山头”，

“延河水，宝塔山”，“杨家岭的红旗”，“枣园的灯光”，

“北方的青纱帐”等等。贺敬之，郭小川对于革命历

史不能不说是建立了一种极其诗意的表达方式，高

度的概括，凝练，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想象与夸

张。从他的创作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激昂奋发、豪迈

奔放的情感基调，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刻的哲理内

涵，革命战士的开阔胸怀、威武不屈的性格，严于律

己的崇高思想境界，勇于面对现实、时刻迎接挑战的

生活姿态⋯⋯他的诗既是“颂歌”，也是战歌。也因

此而享有“战士诗人”的美誉。然而，他们的成功引

起后人的群起模仿，形成一种经典的抒情模式，在建

国后广为流行，到文革时期更成了唯一的表达形式，

单调，空泛，缺乏个性。当然，时间在无情地淘汰了

模仿的追随者之后只沉淀下始作俑者，无论他们怎

样成功，最终都会成为被清算的对象。

其次，这种泛政治化的倾向还表现在对社会主

义新生活的纵情讴歌上。好的抒情应是感物言志而

情动于中的创造，正如华滋华斯所说“一切好诗都是

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1）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时期诗

歌的“感物”缺乏对事物与生活本质的触摸与感受，

“情动”亦放弃了对诗人自己内心世界的真正把握与

展开，而去呼应来自外部世界的政治时尚。他们在

“浮光掠影”式的不断追逐新生活时根本无暇对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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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个人心灵化的审视，郭小川对自己诗作的评价

很能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身

份”，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2）这其中不乏诗

人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欣喜，“因为/在我目光所及的

地方/到处都浮跃着新生的喜欢。”“因为/从我面前流

过的每一点时光/都是这样新鲜。”（《闪耀吧，青春的

火光》）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这是诗人所感怀的生活的

全部吗？显然不是，繁复的生活在诗歌里被按照政

治准则人为地选择、提纯、美化，明显被做了简单化

的处理。当然，诗歌“要表现的不是事物的真实面

貌”，它“只使人体会到对事物的内心的观照和观感，

⋯⋯在诗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这种精神活动的主体

性。”（3）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诗人主体性的丧失，

自我敏锐的观察，独立的思想，独特的体验都匍匐于

政治时尚之下，对此，李瑛在《贝壳》中的诗句表达的

极其到位：“虽然死了/却留下一只金色的耳朵/为了

倾听/倾听这时代的歌。”

有的作家在歌颂主旋律与抒发个人声音之间产

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势必会在创作中留下印迹。如

穆旦《葬歌》、《九十九家争鸣记》，郭小川《望星空》、

《致大海》及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

《一个和八个》等，都典型地体现了当时文学创作中

存在的诗学与政治、时代共名理念与个人人生感受

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现象。战士性格与诗人气质

混杂，使其诗歌既有符合时代共名的纵情歌唱，又流

露出诗人在特定年代内心的矛盾和困惑，但这一切

都是发自诗人内心的真实声音。唯其如此，使他们

的创作彰显别一样的认识价值。

这一时期的诗歌即使是对爱情的表现亦没有了

30年代的个人的色彩，没有了对“懦怯世界”的抗议，

对容不得真正爱情的世俗眼光的“胆寒”（汪静之），

没有了花与蝶的刻苦相思，“小河”与“彩霞般的影

儿”的相伴相随（冯至的《我是一条小河》），没有了对

爱人“贡臣”似的焦急等待（闻一多的《贡臣》），貌似

嗔怒的无限缠绵（闻一多的《你莫怨我》），没有了对

爱渴望的梦想（徐志摩的《山中》），梦碎之后的忧伤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而一味突出政

治的功利性，如闻捷的《吐鲁番的情歌》、《苹果树

下》、《葡萄熟了》、《赛马》历来被人称道，但是在这里

爱情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与资格，必须依附于劳

动（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劳动）才能获得认可，只

要爱劳动便能获得完满的爱情。正因为如此，闻捷

才让姑娘在“三弦琴”与“手鼓”之间选择了阿西尔，

“阿西尔已把我的心带走了/带到乌鲁木齐发电厂去

了”。（《舞会结束之后》）而令张志民笔下的小姑回

心转意的原因也是“扛一辈子镢头，赶一辈子牛尾

巴”的三锁变成了拖拉机手。（《小姑的亲事》）很明

显，虽说是爱情诗但爱情所应有的人性的丰盈与摇

曳多姿并非诗人的主要表现对象而退居边缘，而是

在倾力倡导一种所谓“正确”的爱情观，“健康”的择

偶标准，此种新观念似乎是截然不同于传统陈腐的

“门当户对”，但其浓厚的功利性却依然如出一辙。

受泛政治化之诗意情志的主宰，这一时期的诗

歌还产生了与其极为相宜的言辞系统。如革命、火

热、人民、战士、时代、红旗、斗争、前进、洪流这些具

有浓郁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成为使用几率最高的诗

歌流行语言。无庸质疑，它们在建立新的语言系统

的同时，还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言说方式——象征体

系，甚至形成了新的诗歌语调风格，充满着虔诚、热

忱、激越，对一切表现内容都毫无例外地做激情澎湃

的表达。由于诗人主体性的缺席和对主流意识形态

的迎合，越激情就越走向诗人初衷的反面，过度诗意

的表达最终变成了矫饰的伪抒情。

言辞是标识和承载思想的象征物，对此马拉美

曾不无极端地说过，诗不是用思想写成的，而是用词

语写成的。因而此时诗歌中并不匮乏诗性的兴会和

托物寓意，如贺敬之的《回延安》里的“杨家岭的红旗

呵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枣园的灯光照人心/

延河滚滚喊前进。”然而其象征的过于直接而少于含

蓄，使得外意等同于内意，消散了诗歌的语言张力。

通常诗歌的形式是由内容来决定的，中国历史

上每一次诗体的重大变化都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动

与要求密不可分，四言向五言的发展，近体诗的形

成，长短句的繁荣，甚至20世纪初自由体的建立莫不

如此。在新诗发展的第二个抒情时代，与诗歌内涵

上的浓重的泛政治化倾向相比，诗的形式却表现出

了相对的自由。“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

评介原则对形式的轻视，无疑减弱了对其控制的力

度，为诗人们提供了一个实验各种诗体的自由空间。

当然此时对诗体探索的热情并不排除他们努力实践

多种形式以遮蔽内容的单调与直白的刻意追求。因

而第一个抒情时代建立的所有诗歌形式都成为他们

实践的对象，并对其进行个人化的改造与创新。在

他们笔下自由体有了适度的外部结构与音韵的规

范，因而此时的新格律体就显得更为自由活泼一些。

而在领袖的号召下，他们对民歌体的学习与借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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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发理直气壮一些，创作出了对话体，“信天游”体，

贺敬之对“信天游”的借鉴灵活自然已不是《王贵与

李香香》对陕北民歌原句生吞活剥般的僵硬。郭小

川对诗歌形式作了多方面探索。在诗歌体式上，博

采众家之长而不拘泥于一格，从早期的“楼梯式”如

《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到“民歌体”如

《青松歌》、《大风雪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大

胆吸收元、明散曲入诗，写出了《雪兆丰年》、《春暖花

开》等，句式更加凝炼短小，格调清新明快，节奏强烈

鲜明，令人悦目赏心，为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竖起

了一座丰碑；随着诗人语言技巧的上达，为了更加适

应抒发激越情怀的需要，他又撇开了已运用自如的

短句，成功地创造了独特的“新辞赋体”，如《甘蔗林

——青纱帐》、《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等一系列脍

炙人口的诗篇，标志着他的诗歌艺术形式的成熟，也

为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严阵

的诗歌，尤其是《江南曲》既有明快的民歌风格又具

有古典诗词的意境之美，显示了诗人的双重的借鉴

与审美倾向。诗歌内容的单调与形式的多样化形成

如此鲜明的对比成为这一时期独特的文学景观，它

表明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可能性。

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五四新文化运

动在急剧而来的更尖锐更复杂的民族矛盾和祖国生

死存亡面前，不得不放弃最初的“民主科学”大旗，而

肩负起挽救社会危机的重负。在这一时代大趋势面

前新诗的发展也必然走过曲折艰辛的道路，在艺术

审美与实用宣传之间，越来越偏重后者而忽略前者，

于是出现更多的“战歌”“颂歌”，以人的情思为中心

的诗歌审美理想几乎彻底被以社会集体观念为中心

的政治理想所淹没，发展到文革十年，极端的为政治

服务的提倡驱使诗走上“假大空”的绝路。因此，在

新时期之初，以一批老诗人为代表的“拓荒者”首先

进行的是清理、开垦长期荒芜的诗园，他们用深沉冷

峻而又充满真诚信念的“归来的歌”与“伤痕小说”

“反思小说”一样，是噩梦醒来、苦难结束之后对伤痛

的抚摸，对历史变乱的控诉和反思。这些诗作无论

是抒情言志还是沉思感慨，无论是表理个人遭遇还

是揭示时代悲剧，尽管恢复了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张

扬真、善、美，排斥假大空，对新诗艺术的重建做出了

贡献。但在冲破艺术禁锢，挣脱教条束缚方面，特别

是与世界现代艺术的比照中，又明显地表现出创作

力的薄弱和审美色彩的单一。

泛政治化的抒情模式在文革被推向极致展示了

全部的荒谬之后由朦胧诗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朦胧诗第一次将诗歌的情感定位由外部转向了自

我，竭力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聆听来自心灵的声

音。“朦胧诗”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和

反省力的逐渐复苏，个人的情感表达往往也是整个

社会的情感的投射，应该怎样面对黑暗时代留给我

们的创伤，怎样才能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这是笼

罩了所有诗人的疑问。北岛的“我不相信”的“回答”

定格了朦胧诗在中国诗坛上的叛逆身姿。但是，他

们突出的自我抒写其实并非本真的自我，而完全是

极其社会化的自我，其价值取向呈现出彼此的冲突，

即他们既不满足于现实意欲逃离现实又极想介入现

实改造现实。面对文革后精神世界的满目疮痍，混

乱与倒退，似乎回到过去就是进步，于是寻找成为朦

胧诗人的共同主题，他们秉承了一代人的愿望与意

志，开始心灵的艰难跋涉。梁小斌说“中国，/我的钥

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

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

了。”“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

都在认真思考。”“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

来寻找光明。”（顾城的〈一代人〉）向来被称作为“童

话诗人”的顾城，尽管一直沉醉于他的梦幻般远离尘

嚣的“生命幻想曲”中，也开始探索时代的问题，这首

《一代人》被看成是一代人“心灵史”的缩影：欲用彩

色蜡笔“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

睛/都习惯光明。”江河则在寻找着生活的支点，“这

支点/是一座纪念碑。”“纪念碑/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

会堂/象一台巨大的天平/一边是历史，是昨天的教

训/另一边/是今天/是魄力和未来。”个人呼吁与政治

要求合二为一，个性的“我”与共性的“我”在诗中重

合融会，通过极富个性化的自我意识、自我感悟、自

我反省来抒写对现实人生的心灵感应和价值判断。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肩上。”（舒

婷《这也是一切》）从根本上依然固守着传统价值观

念的根基，“崇高性”话语，只是这一切被巧妙转化为

以“我”的眼光去审视社会生活。“朦胧诗人”所代表

的这一代，都是在文革中长大，心灵的成熟包括着对

苦难的承担，或者是在不断的受伤害中经历成长，然

而苦难却给予了他们超越性的信念和理想，使他们

时时企图透过时代的阴暗寻找光明，时时企图在精

神的向往与追寻中战胜苦难。面对“黑夜”毫不妥

协，自觉承担起民族的命运，同时伴随着个人高涨的

方 涛·论当代诗歌泛政治化抒情模式的形成与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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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可以说这便是北岛、顾城和他们这“一代

人”对苦难和整整一个行将过去的黑暗时代的回答。

朦胧诗形式的革命超越了内容的颠覆。他们突

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抒情模式，以非现实主义手法传

递现实性内涵，在这一点上，杨炼则走的更远，他从

现实走向历史，又由历史渗入文化，试图以更宏大的

文化精神来完成朦胧诗人尚未完成的对政治影响与

制约的超越。《礼魂》、《易经》中对伟大文化传统的

解读无疑成功地突出政治重围，但是脱离对当下的

生存体验，偏离现实的痛苦感，缺乏一种严格的批判

精神，缺少了艾略特对古老传统的极具现代意义的

精神追问而仅仅是一种回归

真正背离意识形态的叛逆是从新生代诗人开始

的，他们彻底摆脱了泛政治化抒情的束缚，在诗歌中

言说着自己真实感知中的独特世界。从古至今，诗

歌都是文人抒发内心郁闷的专利，因而它所能表现

的内容都被刻意选择，能够进入诗人审美视野的事

物都被心灵化，人格化了，不是崇高，就是伟大，要么

优美、空灵。但在新生代诗人的诗里，没有了任何禁

忌——历史的文化的甚至是政治的。他们成功地解

构了人们礼顶膜拜了太久的崇高与神圣和屡试不爽

的经验，以平俗的口语和更为平俗的叙述把他们所

感受到的真实坦露出来。在他们的诗里充满着人们

熟视无睹的生活本相，这或多或少会消解了诗歌的

诗意化的传统魅力，但却丝毫不缺乏思想与智慧，在

诗无禁忌中显现出智性化的趋向。

注释：

（1）华滋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261页。
（2）见《艾青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7年版。
（3）郭小川语：《月下集权当序言》，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4）黑格尔《美学》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187页。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当代视野

[文学史视野]

当代文学史：审美转向与启蒙的尴尬

王 瑜

60年代出版的最早的几部文学史，如《中国当代

文学史》（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组

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稿》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科学出版社，1962年）等将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直接与当时的政治运动挂

钩，是文学史为政治服务的鲜明体现。这种编写方

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

的主要“模式”。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史摆脱了单

一化的写作方式，以不同的视角和史观开拓了文学

史书写的新局面，对文学史与政治的亲密关系一定

程度上做了有力的反拨，但表象繁荣并不代表中国

当代文学史书写的“独立日”已经来临。

学科命名与本体审视

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并不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

独立学科，从其诞生之日起便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

史时间或价值上的延续而存在，那么追溯其命名的

由来须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命名的产生入手。我们注

意到建国后出版的几部较早的文学史著作均是以


